
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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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家庭金融脆弱性反映了家庭在面对外部经济波动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

力, 本文将家庭金融脆弱性纳入生育意愿的研究框架,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探讨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 为分析家庭生育

意愿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研究发现, 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有显著的

负面影响, 家庭金融脆弱性越高, 理想生育子女数量越少。 细分样本来看, 中等收

入家庭和有男孩家庭的生育意愿受到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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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

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

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 我国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和老龄化加剧背后的一个主要

原因是生育率逐渐下降,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

率为 1. 3, 新出生人口数量仅为 1200 万人。 为应对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近年来我国

生育政策逐步从紧缩型调整至适度宽松型, “十二五” 初期取消生育间隔, 2013 年实

施 “单独二孩” 政策, 2015 年实施 “全面二孩” 政策。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提出进一

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生育政策的

放开将会放松生育约束, 但政策实施效果也取决于微观家庭基于生育成本与收益分析

的生育决策。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 “全面二孩” 等生育政策的调整在短期可以释放

出一定的生育潜能 (石智雷、 杨云彦, 2014; 杨菊华, 2015), 但从中长期来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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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有效地提升居民生育意愿, 那么生育政策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作用将十分有限,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研究发现, 当前我国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在于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下降 (王金营、 戈艳霞, 2016; 陈卫、 段媛媛, 2019)。 因

此, 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对我国居民家庭生育意愿展开研究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到 2020 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 近年来外部经济波动

的加剧对许多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而家庭应对负面冲击的能力取决于家庭金融

脆弱性, 不同家庭之间由于家庭金融脆弱性存在差异, 在应对外部冲击时会表现出

不同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 在外部经济波动加剧的当下, 家庭金融脆弱性在家庭

应对经济风险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成为影响家庭诸多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的

重要因素。 目前关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界定,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张冀等人

(2020) 认为家庭金融脆弱性在本质上是风险, 但需要明白风险客观存在且无法人

为消除, 因此应关注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本文借鉴张冀等人 (2020) 将家庭

金融脆弱性定义为紧急情况下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遭遇风险时, 难以弥补资

金缺口的家庭, 抗风险能力较弱, 家庭金融脆弱性较强。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和生育

文化中, 婚姻和生育一般需要稳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前提, 家庭金融脆弱性会对生育

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面临风险冲击的家庭可能会因未来不确定性增加而

调整生育意愿。 对于家庭金融脆弱性较强的家庭, 突发事件对家庭资源造成的挤压

更大, 进而可能对其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相比于收入、 家庭资产等指标, 将家

庭金融脆弱性和生育意愿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 不局限于家庭经济状况, 而是从家

庭应对风险能力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有助于深入探究微观家庭生育行为的决策机

制, 为分析家庭生育意愿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有鉴于此,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的微观数据, 对家庭金融脆弱

性与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实证研究, 分析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生育

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有助于认识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现状, 加

深对于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理论认识。 此外, 在当前经济波动加

剧的现实下, 关注和研究家庭金融脆弱性, 不仅有利于提高家庭应对经济风险的能

力, 也有益于优化相关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 对于缓解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具有较强

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 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 概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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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内容及意义; 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评述, 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 总结研究

现状和有待改进之处, 明确本文的努力方向和创新点; 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及变量

描述, 介绍本文所用的数据及变量处理;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 主要包括基本回归和

异质性分析; 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 通过更换模型和限定样本范围等方法检验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 第六部分为结论及讨论,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 尝试提出建议。

二、 文献回顾与评述

关于生育意愿的内涵, 目前国内学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姚从容等 (2010)

提出了生育意愿的四维内涵, 即生育意愿包括数量 (意愿生育子女数)、 性别 (意愿

生育性别)、 时间 (生育间隔) 和动机 (生育目的) 四个方面。 在生育意愿的理论研

究方面, 国内外文献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研究框架。 在经济学方面, 除贝克尔

(Becker, 1960) 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外, 伊斯特林 (Easterlin, 1975) 认为生育意

愿取决于影响孩子供给和需求的经济、 社会、 文化和历史因素。 而卡德维尔

(Caldwell, 1976) 从代际间财富流向的视角, 认为工业化之后家庭内部财富从父母

流向子女, 孩子的养育成本升高且预期收益下降, 从而生育意愿普遍降低。 李建民

(1994) 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人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可归结为效用最大化、

成本—收益比较、 质量—数量替代和竞争约束四种机制。 在社会学方面, 爱染与克

洛巴斯 (Aizen & Klobas, 2014) 提出计划行为理论, 认为生育意愿取决于生育态

度、 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这三个因素。 而罗西耶与贝尔纳迪 (Rossier &

Bernardi, 2009) 则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 认为社会网络会通过社会学习、 社会影

响和社会支持这三个机制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科尔和瓦特金斯 (Coale & Watkins,

2017) 提出了社会互动的概念, 认为社会互动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 文化扩

散理论在社会网络和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延伸而出, 勒斯特海与苏尔金 (Lesthaeghe &

Surkyn, 1988) 认为生育意愿和水平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观念会从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传播。

在实证研究中, 研究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占多数。 生育意愿不仅是个人选

择,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氛围, 其影响因素可以大致分为经济性因素和社会

性因素两个方面。 尹豪和徐剑 (2008) 认为经济性因素主要体现为对生育孩子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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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效用的预估, 高昂的生育和养育成本是许多家庭考虑生育的重要因素; 张霞

和夏巧娟 (2018) 指出从家庭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孩子是一种 “家庭耐用消费品”,

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 生育意愿也会提高。 尽管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缓解生育

孩子的经济压力, 但同时会增加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的上升会降低生育

水平。 家庭杠杆率的上升也直接影响家庭消费和生育等经济行为, 柳清瑞和刘淑娜

(2020) 发现家庭杠杆率的提高推迟了我国城乡妇女初育年龄, 导致城乡家庭生育

孩子数量进一步减少, 陈卫民和李晓晴 (2021) 提出生育意愿低不在于养不起孩

子, 而是在通过消费维护和提升自我认同的过程中, 生育意愿受到了挤压。 周晓蒙

(2018) 则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 研究了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

地位、 女性职业劳动收入占比) 和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发现家庭经济地位

提高对于生育意愿产生了正向的作用, 而教育水平和女性职业劳动收入占比对生育

意愿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社会文化及公共政策等社会性因素对于生育意愿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勒斯特

海 (Lesthaeghe, 2010) 研究发现, 在后现代社会, 个人主义的出现、 婚姻家庭观念的

转变、 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戈尔茨坦等人 (Goldstein et al., 2003)

指出长期的低生育率环境会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 使得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逐渐降

低。 谢永飞和刘衍军 (2007) 认为我国 “传宗接代” 的传统文化观念仍然是影响人

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 政策因素的引导也会促进生育意愿的变化。 罗尼 (Lonnie,

2005) 的研究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低生育意愿与其公共福利政策、 社会化的健康照

顾、 女性普遍教育计划相关。 在我国 “计划生育” 的政策背景下, 孟轲 (2008) 研

究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邓昌荣 (2007) 研究发

现育龄妇女的兄弟姐妹数量显著影响其生育意愿。 在我国逐步调整生育政策的过程

中, 也有许多学者从 “单独二孩” 和 “全面二孩” 政策的实施效果角度, 就政策对

符合条件家庭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 张晓青等 (2016) 以山东省符合 “单独二孩”

政策和 “全面二孩” 政策的家庭为研究对象, 发现两类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

子女数基本相同, 但在生育动机上存在差异。

有关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研究最早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为探究金融危机发生

的原因, 明斯基 (Minsky, 1982) 使用脆弱性描述金融系统的不稳定, 金融市场上

的风险和冲击会影响市场价格和资金流量, 高负债的行业特点导致金融业更容易失

败。 由于宏观金融脆弱性会影响家庭福利和消费, 脆弱性被引入微观家庭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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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 早期关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研究重点是贫困, 主要从家庭消费和福利水平的

角度与贫困线进行比较, 库卡 (Kochar, 1995) 指出若低于贫困线或未来有陷入贫

困的可能性, 则家庭经济是脆弱的。 利贡与谢克特 (Ligon & Schechter, 2003), 克

拉森与卫贝尔 (Klasen & Waibel, 2015), 德肯与克里希南 (Dercon & Krishnan,

2010) 分别用期望效用的脆弱性、 期望贫困的脆弱性和风险暴露的脆弱性来衡量家

庭金融脆弱性。 由于仅研究贫困家庭不够全面, 且贫困线处于动态变化中, 因此后

续研究将脆弱性研究扩展至普通家庭。 随着研究的深入, 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家庭应

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如卢萨尔迪尔等人 (Lusardi et al.,2011) 用 30 天内拿出 2000

美元的能力来衡量美国家庭经济的脆弱程度。 国内文献对家庭脆弱性的相关研究较

少, 且主要关注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张冀等人 (2016, 2020) 对家庭金融脆弱

性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 后经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中, 普遍存在由死

亡风险导致的金融脆弱性, 并进一步使用 CFPS 数据中筹集 2 万元款项的难度来衡

量家庭金融脆弱性, 发现我国家庭具有金融脆弱性普遍存在且脆弱性程度较高的

特点。

上述文献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但相关研究仍有待完善。 首先, 当前

国内文献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注程度不够高, 相关研究较少, 而家庭金融脆弱性

作为社会整体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其次, 在目前国内

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中, 虽已有部分文献从家庭经济状况如收入、 负债等角度分析

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但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十分匮乏。 家庭金融

脆弱性的差异表现为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不同, 在面临风险冲击时, 家庭会由于未

来不确定性增大而改变家庭资源配置, 进而会对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 本

文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视角,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 实证研究家庭

金融脆弱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进一步充实了国内相关研究。

三、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来自 2018 年和 2014 年的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数据。 CFPS 使用内隐分层、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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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多层次、 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 收集社区、 家庭和个人三个层

次的数据, 基线样本覆盖 25 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 代表中国 95% 的人口, 具有

较好的可信度与代表性。

(二) 变量描述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分析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

探讨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内在联系。 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是常用的

考量家庭生育意愿的指标之一, 为此我们设定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期望生育子

女数, 从数量维度衡量居民家庭的生育意愿。 具体参考 2018 年问卷中 “您认为

生育几个孩子比较理想” 的相关数据, 为计数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金融

脆弱性, 借鉴张冀等人 (2020) 的处理办法, 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2014 年问卷中的问题构建衡量指标。 问卷中原始问题为 “紧急情况下, 需要尽

快筹集一笔 2 万元的资金, 您认为筹钱的困难程度如何” (筹集资金指借款, 不

包括使用 2 万元的自有资金) , 选项分别为 “很困难” “比较困难” “一般” “比

较容易” “很容易” 。 将家庭金融脆弱性赋值 1—5, 分别与筹款难度相对应。 突

发状况下筹集资金难度越大, 则家庭金融脆弱性程度越高。 解释变量使用 2014

年的数据一方面是由于家庭金融脆弱性反映出家庭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具有

长期特征; 另一方面使用滞后期的解释变量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反向因果所造

成的内生性问题。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适当选取。 生育决策主要以家庭

为单位进行, 且已婚家庭的生育意愿更为贴近真实的生育行为, 因此本文选取已婚

样本作为考察对象, 从个体和配偶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 第一, 个体社会及经济

特征, 包括: 年龄, 指 2018 年调查时的年龄; 户口类型, 非农业户口赋值为 1, 农

业户口赋值为 0; 教育程度, 使用受教育年限衡量; 是否有养老保险, 参加养老保

险赋值为 1, 未参加则赋值为 0; 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储蓄, 对原始数据取对

数; 现有子女数量, 通过问卷中问题生成; 是否在家居住, 在家住赋值为 1, 不在

家住赋值为 0。 除以上客观变量外, 还选取主观变量, 对以往研究进行有益补充,

具体包括: 自评健康程度, 数值从 1 到 5 依次表示 “非常健康” “很健康” “比较健

康” “一般” “不健康”。 男孩偏好, 通过对 “期望生育男孩的数量” 进行衡量, 数

值越大表示男孩偏好程度越强。 传统观念, 通过对 “传宗接代的重要性” 进行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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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数值 1 表示 “不重要”, 数值 5 表示 “非常重要”, 数值越大表示对传统观念认

同越强。 第二, 配偶社会及经济特征, 包括: 配偶年龄, 即 2018 年调查时的配偶年

龄; 配偶教育程度, 同样使用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 配偶是否在家住, 配偶在家住

赋值为 1, 配偶不在家住赋值为 0。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结合数据可得性处理原始数据。 从原始数据来看, 已有

孩子数量中五孩以上的占比不到 2% , 为保留更多样本同时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本

文将现有子女数量超过 5 个的赋值为 5; 将选择 “无法判断” “不知道” “不适用”

“拒绝回答” 的数据替换为缺失值; 经以上处理并删去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 得

到 2984 个观测值。 所有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 单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个 1. 86 . 74 0 10

家庭金融脆弱性 数值越大脆弱性越高 3. 03 1. 19 1 5

年龄 岁 44. 80 10. 86 21 86

配偶年龄 岁 40. 82 10. 93 16 83

现有子女数量 个 1. 43 0. 78 0 5

家庭人均收入 取对数 10. 18 . 95 6. 80 11. 95

家庭人均储蓄 加 1 后取对数 7. 53 3. 91 . 00 14. 04

教育 受教育年限 10. 72 4. 19 0 19

配偶教育 受教育年限 10. 16 4. 39 0 22

自评健康 数值越大越不健康 2. 97 1. 07 1 5

男孩偏好 数值越大偏好越强 . 85 . 67 1 10

传统观念 数值越大观念越强 3. 93 1. 13 1 5

变量名 含义 变量 = 1 (百分比) 变量 = 0 (百分比)

户口类型 1—非农　 0—农业 69% 31%

党员 1—党员　 0—非党员 12% 88%

是否有养老保险 1—是　 0—否 72% 28%

是否在家居住 1—是　 0—否 98% 2%

配偶是否在家住 1—是　 0—否 96% 4%

观测值 2984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 样本中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均值为 1. 86, 低于 2017 年全国生

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 1. 96。 家庭金融脆弱性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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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3, 表明样本中家庭金融脆弱性程度较高。 受访者平均有 1. 43 个孩子, 非农户口

占比 69% , 参加养老保险的达到总样本的 72% , 自评健康状态良好, 受访者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 10. 72 年, 配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 16 年, 受教育程度差异不大。

受访者及配偶绝大多数都在家居住。 在生育观念上, 家庭平均意愿生育男孩数量为

0. 85 个, 显示出大多数家庭具有较明显的男孩偏好, 认同 “传宗接代重要性” 的均

值高达 3. 93, 表明样本群体的整体观念较为传统。

四、 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重点在于检验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

关系,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ij = α + βX ij + γZ ij + εi + μij

　 　 Yij为核心被解释变量, 代表省份 i 中个体 j 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X ij为核心解释

变量, 代表省份 i 中个体 j 所在的家庭金融脆弱性。 Z ij为上文选取的控制变量, 包括

受访者个体及配偶的相关信息。 εi 为省份固定效应, 考虑到不同省份之间可能存在

不同的生育文化等影响生育意愿的不可观察特征, 我们通过固定效应控制不同省份

之间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 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计量结果。 μij为随机扰动

项, β 和 γ 是对应变量的系数, i 代表省份, j 代表个体。

(二)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使用 OLS 方法, 为增强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控制省份固定效

应。 考虑不同个体可能会受到共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提高

模型估计的准确度。 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家庭金融脆弱性
- . 0027　
(. 0064)

- . 0236∗∗∗

(. 0077)
- . 0248∗∗∗

(. 0076)
- . 0280∗∗∗

(.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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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4)

年龄
- . 0009　
(. 0010)

- . 0014　
(. 0010)

- . 0001　
(. 0025)

教育
. 0043

(. 0026)
　 . 0072∗∗

(. 0026)
　 . 0071∗

(. 0031)

户口类型
- . 0661∗∗

(. 0209)
- . 0579∗∗

(. 0209)
- . 0466∗

(. 0244)

党员
　 . 0766∗∗

(. 0244)
　 . 0681∗∗

(. 0241)
　 . 0656∗∗

(. 0255)

现有子女数量
　 . 1950∗∗∗

(. 0156)
　 . 1850∗∗∗

(. 0157)
　 . 2070∗∗∗

(. 0198)

家庭人均收入
. 0121

(. 0103)
. 0126

(. 0103)
. 0123

(. 0116)

是否在家居住
- . 0297　
(. 0465)

- . 0322　
(. 0463)

- . 0572　
(. 0964)

是否有养老保险
- . 0229　
(. 0174)

- . 0219　
(. 0173)

. 0179
(. 0197)

家庭人均储蓄
- . 0025　
(. 0017)

- . 0023　
(. 0017)

- . 0030　
(. 0019)

自评健康
- . 0050　
(. 0087)

. 0055
(. 0094)

男孩偏好
　 . 0347∗∗∗

(. 0060)
　 . 0343∗∗∗

(. 0068)

传统观念
　 . 0291∗∗∗

(. 0070)
　 . 0241∗∗

(. 0082)

配偶年龄
. 0002

(. 0025)

配偶教育
- . 0002　
(. 0023)

配偶是否在家住
. 0308

(. 0409)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7720∗∗∗

(. 0505)
　 1. 5590∗∗∗

(. 1350)
　 1. 3580∗∗∗

(. 1400)
　 1. 2900∗∗∗

(. 1840)

观测值 2984　 　 　 　 　 2984　 　 　 　 　 2984　 　 　 　 　 2984　 　 　 　 　

调整后拟合优度 . 0700 . 1550 . 1650 . 1820

　 　 注: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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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第一至四列是依次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即家庭金融脆弱性、 个体相关的

客观变量、 个体相关的主观变量和配偶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个体、 配偶

等变量, 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后, 紧急情况下筹集资金难度越大, 则家庭金融脆

弱性程度越大, 意愿生育子女数量越少。 家庭金融脆弱性每增强 1 个单位, 会引

起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下降约 0. 03 个, 且该结果在 0. 1% 的水平上显著。 此结果的

原因在于,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结婚和生育需要家庭的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

件, 家庭一般会在累积相应经济资源后选择婚姻和生育。 在面临风险冲击的情况

下, 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增强, 意味着家庭抵御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 家庭会基

于风险冲击和现实情况进行考量, 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家庭经济资源相对

紧缺, 在生育面临较强经济约束的情况下, 家庭将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 降低

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在控制变量中, 现有子女数量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非农户

口群体的生育意愿更低, 与已有研究的发现较为一致。 在生育观念上, 个体对于男

孩偏好和传统观念的认同程度越高, 则理想生育子女数量越多。

(三) 异质性分析

以上分析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和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讨论,

实证结果表明家庭金融脆弱性会对居民家庭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

响。 接下来我们尝试探究家庭金融脆弱性对不同群体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影响的异质

性, 主要从家庭收入、 有无男孩等角度进行考察。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 对处于不

同收入等级的家庭而言, 在做出关于生育的决策时, 考虑家庭金融状况的权重存在

差异, 那么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可能会在不同的收入分位上

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样本分布, 以收入的 25% 、 50% 、 75%为界, 将收入从小到大

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为低收入、 中等收入、 较高收入和高收入, 并对四个子样本进

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3。

根据回归结果, 根据收入细分样本, 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的群体理想生育子女

数量会由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增强而降低, 而对低收入和高收入的群体则不存在显

著影响。 这一结论符合我们的理论假设, 首先对于高收入家庭, 往往会有更多收入

渠道、 投资渠道, 在面临经济风险时, 家庭金融脆弱性对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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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 而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父母对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低, 往往会

有较高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家庭经济风险意识也通常较低。 因此低收入家庭的理

想生育子女数量对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敏感度较低, 在面临经济风险时, 其理想生

育子女数量也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表 3 异质性分析—收入差异

变量 低收入 中等收入 较高收入 高收入

家庭金融脆弱性
- . 022　
(. 017)

- . 035∗∗

(. 016)
- . 041∗∗

(. 021)
- . 002　
(. 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634∗∗∗

(. 355)
　1. 571∗∗

(. 614)
　 2. 620∗∗∗

(. 922)
. 812

(. 536)

观测值 710　 　 　 726　 　 　 824　 　 　 724　 　 　

调整后拟合优度 . 284 . 194 . 197 . 186

　 　 注: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中国传统的观念有较强的男孩偏好, 如果家庭中已经生育的孩子中有男孩, 往

往被认为是 “后继有人”, 因此无男孩的家庭会倾向再生育, 理想生育子女数量较

高。 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可能会由于家庭是否已有男孩而存

在异质性。 根据表 4 的回归结果, 在已有男孩的家庭中, 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增强会显

著降低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已有男孩的家庭中, 理想生育子女

数量相对较少, 在面临经济风险时, 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更容易受到家庭金融脆弱性

的影响。 相反由于男孩偏好的存在, 无男孩家庭为追求生育男孩, 往往会有较高的生

育意愿, 因此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对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敏感度较低, 即使在面临较

高的金融脆弱性时仍会为了追求生育男孩而继续生育。

　 　 表 4 异质性分析—男孩差异

变量 有男孩 无男孩

家庭金融脆弱性
- . 041∗∗∗

(. 012)
- . 021　
(. 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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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有男孩 无男孩

常数项
　 1. 207∗∗∗

(. 226)
　 1. 038∗∗∗

(. 221)

观测值 1183　 　 　 　 1698　 　 　 　

调整后拟合优度 . 142 . 221

　 　 注: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 稳健性检验

(一) 更换估计模型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是取非负整数的计数变量, 可能由于

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假设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 因此, 本文改变模型的估计方法, 使

用负二项模型进行估计, 可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回归结果见表 5。 需要注意,

使用负二项模型直接得到的回归结果中, 系数不是边际效应。 最后一列计算了控制

所有变量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 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边际影响。

表 5 最后一列说明, 在控制其他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后, 家庭金融脆弱性每增强 1

个单位, 会导致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减少约 0. 03 个, 且该结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成立。 更换计量模型后,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同样证明了实证结果

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更换模型

变量 (1) (2) (3) (4) 边际效应

家庭金融脆弱性
. 0009

(. 0036)
- . 0158∗∗∗

(. 0044)
- . 0166∗∗∗

(. 0044)
- . 0158∗∗∗

(. 0045)
- . 0296∗∗

(. 0084)

年龄
. 0007

(. 0005)
. 0005

(. 0006)
. 0001

(. 0013)
. 0002

(. 0025)

教育
　 . 0028∗

(. 0015)
　 . 0043∗∗

(. 0015)
　 . 0041∗∗

(. 0016)
　 . 0076∗∗

(. 0030)

户口类型
- . 0200∗

(. 0118)
- . 0170　
(. 0118)

- . 0149　
(. 0122)

- . 0279　
(. 0227)

党员
　 . 0441∗∗∗

(. 0133)
　 . 0400∗∗∗

(. 0132)
　 . 0388∗∗∗

(. 0133)
　 . 0728∗∗

(. 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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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4) 边际效应

现有子女数量
　 . 1200∗∗∗

(. 0082)
　 . 1160∗∗∗

(. 0081)
　 . 1160∗∗∗

(. 0083)
　 . 2179∗∗∗

(. 0157)

家庭人均收入
- . 0021　
(. 0060)

- . 0016　
(. 0059)

. 0011
(. 0060)

. 0020
(. 0118)

是否在家居住
. 0247

(. 0254)
. 0213

(. 0255)
. 0038

(. 0332)
- . 0071　
(. 0623)

是否有养老保险
. 0113

(. 0097)
. 0132

(. 0097)
. 0130

(. 0100)
. 0244

(. 0187)

家庭人均储蓄
- . 0015　
(. 0010)

- . 0015　
(. 0010)

- . 0015　
(. 0010)

- . 0029　
(0. 0019)

自评健康
. 0017

(. 0048)
. 0033

(. 0049)
0. 0062

(0. 0092)

男孩偏好
　 . 0162∗∗∗

(. 0035)
　 . 0157∗∗∗

(. 0035)
　 0. 0294∗∗∗

(0. 0067)

传统观念
　 . 0134∗∗

(. 0042)
　 . 0130∗∗

(. 0043)
0. 0243∗∗

(. 0081)

配偶年龄
. 0003

(. 0013)
- . 0006　
(. 0024)

配偶教育
- . 0001　
(. 0013)

- . 0001　
(. 0025)

配偶是否在家住
. 0252

(. 0215)
. 0473

(. 040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5720∗∗∗

(. 0297)
　 . 3620∗∗∗

(. 0790)
　 . 2500∗∗∗

(. 0822)
　 . 2290∗∗∗

(. 0859)
—

观测值 2984

　 　 注: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 限定样本范围

在已有文献对生育意愿的讨论中, 研究对象通常是育龄妇女。 本文基准模型中

并未对研究对象做出限定, 是由于家庭作为做出生育决策的单位, 生育决策不仅受

女性的生育意愿影响, 也受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文希望能够在已有文献的基础

上, 关注家庭的生育意愿。 为了使实证结果与其他文献可比, 这里将研究对象限定

为 18 至 49 岁的育龄女性, 检验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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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稳健性检验—限定样本

变量 (1) (2)

家庭金融脆弱性
- . 007　
(. 009)

- . 021∗　
(. 010)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718∗∗∗

(. 075)
　 1. 109∗∗∗

(. 179)

观测值 1450　 　 　 　 1450　 　 　 　

调整后拟合优度 . 097 . 191

　 　 注: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根据表 6 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所有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后, 进入回归的育龄女

性为 1450 个。 最后一列回归结果显示, 家庭金融脆弱性每增强 1 个单位, 育龄女性

的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下降 0. 02 个, 且该结果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说明本文

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六、 结论及讨论

在金融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加剧的宏观背景下, 探究家庭金融脆弱

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 不仅扩展并丰富了家庭金融的相关研究, 更为我们

理解家庭生育决策和当下的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本文使用 CFPS 数

据, 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和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

发现, 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增强会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且该结

果在更换模型估计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 进一步对不同群体进行的异质性分析表明,

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来说, 中等收入家庭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受到家庭金融

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由于中等收入家庭收入渠道、 投资渠道相对较窄, 生育意

愿相对较弱, 家庭金融脆弱性会对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造成更大的负向影响; 相对

于无男孩的家庭, 有男孩的家庭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受到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的程

度更为显著, 这可能与在传统男孩偏好下无男孩家庭具有较强的生育意愿有关。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 为缓解低生育率的现状, 提高居民生育意愿, 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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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 如通过控制房价过快上涨、 增加 0 至 3 岁托幼服务的供给、

调控家庭教育投资无序竞争以及减少对已婚已育女性的就业歧视等措施来降低家庭

的养育负担;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注和重视, 家庭金融脆

弱性不仅是全社会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关系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

决策。 通过多方面具体措施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是必要且可行的。 首先, 要通过金

融理财知识教育培训提高大众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和风险意识, 加强居民金融素养

的培养和应对经济风险能力的提升。 其次, 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为有金融服务需

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 有效的金融服务, 特别是加大对于城镇中低收入

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力度, 提高居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 通过因

地制宜、 精准施策, 持续深化扶贫开发, 切实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稳

定性。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家庭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提高宏观经济发展的

稳定性, 更有利于给居民家庭创造稳定的生育环境, 从而有效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

和生育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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